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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 世纪中前期， 中、 西医对痨病的认知有很多相似之

处。 在华传教士在翻译西医痨病知识时， 使用的病名经历了从中国人常用

的 “痨病” 到表明病灶的 “肺痨” 的转变。 结核杆菌被发现后， 西方医

学界将传统的病因当作诱因整合进新的病理学模型中； 中医则将传统的

“痨虫” 与结核杆菌比附， 采纳西医表明病灶的 “肺痨” 病名， 舍弃固有

医学知识中与现代科学扞格之处， 从而实现了近代知识转型。 甲午战争

后， 留日及翻译日文书籍的知识分子将 “肺结核” 病名引入中国， 具有

“科学性” 但脱离传统医学知识土壤的 “肺结核”， 在中国的早期推广步

履维艰。 相较之下， 来源于传统又实现现代知识转型的 “肺痨” 在中国

则更为普及。 近代中、 西医知识转型， 进入中国的西医知识及其在地化

等， 无不体现出近代医学知识形成与普及过程中的多元汇通和知识本身的

复杂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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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 是今天家喻户晓的一个病名， 提及这一疾病， 人们或许会想

到它的另一个病名——— “肺痨”， 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时期的病名， 但 “肺
痨” 和 “肺结核” 其实都是相对近代性的概念。 中国传统时期常将具有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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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 ‘中医’ 的形

成研究” （１８ＺＤＡ１７５） 的阶段性成果。



嗽、 咯血、 潮热、 盗汗及身体逐渐消瘦等临床症状， 又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称

为 “劳瘵” “痨瘵” 等。① 从 “劳 （痨） 瘵” 到 “肺痨” “肺结核”， 不仅

仅是病名的演变， 更反映了其背后的医学知识的转变， 以及病名普及过程中

掌握医学知识正统性话语权的群体的变化。
虽然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关注近代肺结核的病名问题，② 但因研究旨趣的

不同， 还少有学者对肺结核的病名演进及其病名在社会的普及过程进行研

究。 故此， 本文将聚焦于近代中国肺结核病名的演变过程———关注病名演变

背景下进入中国的西医知识的多元性， 西医知识内化过程中的翻译、 变异与

接受， 中医知识的近代转型， 以及病名演进及其社会普及过程中各种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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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吴章 （ Ｂｒｉｄｉｅ Ａｎｄｒｅｗｓ） 在 《肺结核与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在地化 （１８９５—
１９３７）》 一文中， 从知识在地化的角度， 关注西医知识进入中国后， 如何与中国社会在

互动中构建现代中医知识。 文中梳理了 “肺痨” 这一病名是如何在中国出现的， 吴章指

出， 在近代痨病病名演变的过程中， 传教士合信及其撰著的五本西医教材起到了重要作

用。 但是作者却没有引用这五本被翻译成中文的西医教材， 因此对 “肺痨” 这一病名到

底如何出现， 并为传教士广泛接受的这一具体史实语焉不详。 李恒俊则将目光放置于比

吴章研究的时段更早的阶段， 即 １８５８ 年至 １８９５ 年， 关注来华西医对中国 “肺痨” 问题

的认知， 以及认知背后的医学知识、 在地经验和种族观念的影响。 在文章的开始， 作者

界定了中、 西医学中 “肺痨” 与 “肺结核” 的概念， 并提出文中采用的是代表当时西医

概念的中国旧有病名 “肺痨”。 中国台湾学者雷祥麟在 《公共痰盂的诞生： 香港的反吐

痰争议与华人社群的回应》 一文中， 则着重论述了西方传教士合信为何要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翻译为 “痨病”。 何玲的博士学位论文 《西医传入中国： 结核

病案例研究 （１９００—１９６７）》 与胡诗文的硕士学位论文 《不治之症： 肺结核观念在中国

（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都对从 “痨病” 到 “肺结核” 的转变进行了梳理， 但是二者关注的问

题基本与吴章相同。 朱凌凌、 段逸山、 高驰等 《肺痨病名源流考》 一文， 梳理了中国古

代医家对 “肺结核” 这一疾病的认识脉络， 以及 “肺结核” 病名的演变过程。 姜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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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第 ２２６ ～ ２２８ 页； 李恒俊： 《医学观念与种族偏见： １９ 世纪来华西医对中国肺痨问题

的调查研究 （１８５８—１８９５）》， 《史林》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３９ ～ １４６、 ２２１ 页； 雷祥麟：
《公共痰盂的诞生： 香港的反吐痰争议与华人社群的回应》， 台湾 《 “中央研究院” 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 第 ９６ 期， ２０１７ 年， 第 ６１ ～ ９５ 页； 何玲： 《西医传入中国： 结核病案例

研究 （１９００—１９６７）》，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１ 年， 第 ４２ ～ ４３ 页； 胡诗文：
《不治之症： 肺结核观念在中国 （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３ ～ １８ 页； 朱凌凌、 段逸山、 高驰等： 《肺痨病名源流考》， 《中华中医药杂志》 ２０１８ 年

第 ７ 期， 第 ２９９４ ～ ２９９９ 页； 姜德友、 高欣元： 《肺痨病源流考》， 《河南中医》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第 １１４１ ～ １１４６ 页。



量的参与和诉求等， 并借此探究多元汇通下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的形成机制与

知识的多元复杂性。

一、 从 “痨瘵” 到 “肺痨”

宋代以前， 中国医家尚未认识到肺结核会同时引发咳嗽、 咯血、 潮热、
盗汗、 身体逐渐消瘦等临床症状， 并兼具传染性。 因此这一疾病的病名众

多， 既有表示其传染性的 “传尸” “尸疰” “鬼注” 等， 也有表示其导致身

体虚弱、 损耗的 “虚劳” “肺劳” 等。① 南宋陈无择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将 “传尸” 诸名与肺虚诸症相结合， 创立 “劳瘵” 一门。② 自此， 劳瘵、 痨

瘵成为中国医家普遍使用的病名。 明代医家方隅对这一病名有明确的解释：
“痨者， 劳也， 劳损血气也， 瘵者， 败也， 腑脏败坏也。”③ 也即， “劳

（痨） 瘵” 不仅表明该病由身体劳累所致， 而且体现出染病后人体的极度虚

弱。 “劳 （痨） 瘵” 传染性的一面在病名涵义中消失了。
（一） １９ 世纪中前期中、 西医的痨病知识

中国传统医学对痨病病因的认知， 至明代时已基本成熟。 明末太医龚居

中在其痨瘵专著 《痰火点雪》 中， 对痨病的病因有较为系统、 全面的概括：
有禀赋素怯， 复劳伤心肾， 耗夺精血而致者； 有外感风寒伤肺致久

咳， 绝其生化之源而致者； 有久病久疟， 小愈失调， 复克真元而致者；
有藜藿劳人， 伤力吐血， 致阴虚使然者； 有膏粱逸士， 汹酒恣欲， 劳伤

脾胃而致者； 有薰陶渐染者， 种种之异， 难以枚举， 至于成痨则

一也。④

可见体质虚弱而又劳累过度、 损耗精血； 外感风寒而久治不愈； 病后失于调

理； 饮食粗劣的劳动者因劳动过度而吐血； 沉迷酒色； 同痨病病人长久接

触， 因周围疫气的熏蒸而被传染； 此皆痨病的病因。 而痨病的症状为 “蒸热

咳嗽不止， 胸背痛， 两目不明， 四肢无力， 腰膝酸疼， 卧而不寐， 或面色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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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或两颊时红， 常怀忿怒”。①

１９ 世纪初， 儒医陈修园在注解 《十药神书》 时提出： “因虚而成痨， 医

书恒有治法； 而因风而致者， 言之颇罕； 而因瘀血而致者， 除仲景 《金匮》
大黄蟅虫丸、 《仲景小品》 百痨丸外， 未有发明其旨。”② 陈修园认为劳瘵病

因有三： 虚、 风、 瘀血 （由瘀血形成的痨虫）。 因虚致痨， 医书中多有治

法， 但后两者医书中少有涉及。
劳瘵病因看似众多， 但其实可以归为三类： 病人身体虚弱、 过度劳累、

与痨病病人长久接触。 前两类病因分别对应劳瘵病名中的 “瘵” 与 “劳”，
至于第三类病因， “凡人平日保养元气， 爱惜精血， 瘵不可得而传”，③ 即只

要注意强健身体， 就可以避免被传染。 在 １９ 世纪中期之前， 中国传统医学

对劳瘵病因与治疗的认识， 基本以病人身体的虚弱为立足点。
１９ 世纪， 大量的解剖学实践使西方医学界得以观察到痨病患者肺部的

结核颗粒，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 只有当病灶部位发炎时， 这些结核颗粒才

会危害人体。④ １９ 世纪初， 法国临床学派雷奈克 （Ｒｅｎé Ｌａｅｎｎｅｃ） 提出假

设， 认为解剖学上有结核症状的疾病其实都是同一种疾病。⑤ 这一看法对后

来科赫发现结核杆菌影响甚大， 但是， 在当时的西方医学界， 英国学派对

之并不热衷， 他们更关注诱发结核危害人体的发炎过程。⑥ 德国生理学家、
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鲁道夫·魏尔肖 （Ｒｕｄｏｌｆ Ｌ􀆰 Ｋ􀆰 Ｖｉｒｃｈｏｗ） 也拒绝将有结

核症状的疾病一概视为同一疾病。 他提出， 对结核的显微镜观察表明， 有结

核症状的疾病种类太多， 无法将它们都归为同一种疾病。⑦ 因此， 西方医学

界更倾向于关注那些诱发人类患上痨病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 如放纵情

欲、 吸烟酗酒、 居住环境潮湿污秽等， 还有一些人认为痨病是一种遗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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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①

１９ 世纪中期， 传入中国的西医痨病知识是怎样的呢？ １８５０ 年， 英国医

学传教士合信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ｂｓｏｎ） 着手系统翻译西方医学书籍， 在 １８５８ 年

刊刻的 《内科新说》 中， 合信称：
劳证因肺体生坚粒如沙……病原或因父母延累， 性质易患此证。 或

因身虚， 居处湿地， 衣服单薄， 冷风吹袭。 或天时寒热骤变， 或热地人

迁居冷地， 或食物不足， 或屋内臭浊不通风气， 或辛苦劳倦， 或房劳手

淫， 妇人或血崩、 或哺乳婴儿太久……病状先干咳， 有血呛出， 渐至气

短促， 行动呼吸更促， 困倦无精神， 手足疲软， 羸瘦， 颈变细长， 胸膈

变窄， 操作辛苦则汗出泻泄， 食物不消化， 夜卧不安。②

痨病的病因有遗传、 环境不良、 劳累、 纵欲等， 其症状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观

察和认识也甚为相似。
不难发现， 在发现结核杆菌之前， 西方医学界对痨病的认识是存有争议

的。 一种本身就众说纷纭的医学知识进入中国， 其可信度和权威性难免大打

折扣。 西方医学界热衷寻找的诱发结核颗粒危害人体的生活方式与环境因

素， 与中国传统医学中痨病的病因有很多相似之处， 如劳累过度、 生活放纵

等。 最重要的是， 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痨病与西方医学中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 症状极为相似， 所以在传教士无意严格、 完整地传达西方医学知

识，③ 而中西双方都主要依靠症状来判定疾病的情况下， 中国的 “劳 （痨）
瘵” 与西方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 互译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在华传教士的西医汉译工作与 “肺痨” 的产生

１９ 世纪， 当西方传教士希望将西医知识介绍给中国人时， 首先面临着

将西方医学词汇特别是英语词汇翻译成汉语词汇的问题。 １８３９ 年， 德国人

约翰·卢卡斯·舍恩来因 （Ｊｏｈａｎｎ Ｌｕｋａｓ Ｓｃｈöｎｌｅｉｎ） 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一词引入

其病理学研究中， 用来代指以结节形成为特征的疾病， 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很少

被其他学者使用。④ 在 １８８２ 年之前， 英语社会习惯使用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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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 Ｋｉｐｌｅ， 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３４０。
［英］ 合信： 《内科新说》， 管茂材译， 咸丰八年江苏上海仁济医馆本， 第 ４０ 页 ｂ 至第

４１ 页 ａ。
参见 ［美］ 艾尔曼： 《科学在中国 （１５５０—１９００）》， 原祖杰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８ ～ ９ 页。
参见 Ｈｅｌｅｎ Ｂｙｎｕｍ， Ｓｐｉｔ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９６。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 来表示具有咳嗽、 咯血等症状的消耗性疾病。①

１８１５—１８２３ 年， 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对照字典 《华英字典》。② 马礼逊在

翻译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 时， 将之分别译为 “痨病” “劳病”。③ 其后， 美

国传教士卫三畏 （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于 １８４４ 年出版 《英华韵府历阶》，
也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 译为 “痨病”。④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 （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 在其编纂的 《英华字典》 中， 对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一词的解释是

“ａ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译作 “劳病、 劳瘵、 痨症、 痨病”，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 译作

“劳病、 劳废、 痨症”。⑤ 麦都思在字典中指出，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是一种肺部疾

病， 这点明了痨病的病灶， 为后来的译者将 “肺” 与 “痨病” 结合奠定了

基础。
马礼逊出版 《华英字典》 的初衷是方便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学习中文，⑥

这对推动传教士后续的字典编写工作也有肇基之功， 但这部字典对当时中国

人的影响极其有限。 一方面， 彼时中国人对学习英文并没有太大的兴趣；⑦

另一方面， 《华英字典》 在当时属于违禁书籍， 清政府曾查抄其刻板。⑧ 同

样， 卫三畏出版 《英华韵府历阶》 的目的也在于 “方便外国人在新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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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 Ｋｉｐｌｅ， 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０６３ － １０６４。
参见 ［英］ 马礼逊夫人编： 《马礼逊回忆录》， 顾长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 第 ９９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Ｍａｃａｏ： Ｔｈｅ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２２， ｐｐ􀆰 ８６， ３１８．
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Ｍａｃａｏ：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１８４４， ｐｐ􀆰 ４７， ２０９．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４７，
ｐｐ􀆰 ３０１， ９５５．
《马礼逊回忆录》 多次提及这本 《华英字典》 主要是为了方便学习中文的西方人， 而非

针对中国人。 参见 ［英］ 马礼逊夫人编： 《马礼逊回忆录》， 顾长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７０、 ７６、 １４３、 １５１、 １８７ ～ １８８ 页。
１８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身在澳门的马礼逊在写给纽约的一位记者的信中说道： “至澳门后，
我发现要教中国人学习英文的想法是错误的。 没有一个中国人想要读英文， 只有少数中

国商人跟西洋人学会了一些英文商品的名词， 能够与我们贸易往来， 他们就以此为满足

了。” 见 ［英］ 马礼逊夫人编： 《马礼逊回忆录》， 顾长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６４ 页。
参见 ［英］ 马礼逊夫人编： 《马礼逊回忆录》， 顾长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 第 １２３、 １３０ 页。



港口与当地人交流”。①

１８５０ 年， 合信为了吸引中国人对基督教教义的注意， 开始编印一本将

医学与神学内容相结合的著作。② １８５１ 年， 合信 “得华友陈修堂相助……与

之商确定论， 删烦撮要”，③ 而写成 《全体新论》。 在解释西方医学中因局处

潮湿阴暗、 空气流通不畅之地而罹患的痨病时， 合信称 “内伤肺疾、 瘰

疬”。④ 在 １８５８ 年刊行的 《内科新说》 中， 合信对病名翻译的原则有如下总

结： “身体病证、 方剂、 药品， 皆用中土医书名称， 欲便华人解识也。 间有

中土医书所无， 或名实不符者， 不得不用西国名称， 仍用华文， 或译取其

意， 或译取其声。”⑤ 同年刊行的 《医学英华字释》 中， 合信将肺部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译作 “肺劳症”。⑥ 虽然在合信之前， 麦都思已在字典中指出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是一种肺部疾病， 但在病名上首次直接表明该疾病为肺部疾病

者， 乃是合信。 合信提出的译名在很长时间内是西医汉译的标准。⑦ 在随后

德国传教士罗存德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 编纂的 《英华字典》 和美国传教士

卢公明 （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 编纂的 《英华萃林韵府》 中， 都采纳了 “肺劳症”
这一 “肺” 与 “劳症” 相结合的病名。⑧

１８７６ 年， 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组织翻译的 《儒门医学》 出版， 主译者

傅兰雅 （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 十分推崇 “中国语言的特性”， 认为中文词汇的涵义是

在不断变化的， 西方知识完全可以用中文现有词汇来表达。⑨ 《儒门医学》
在翻译病名时的原则为： 当西医中的某疾病找不到对应的中文病名时， 用

《内科新说》 等书中的译名； 当中文有某病病名， 但是与西方病源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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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卫斐列：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 顾钧、 江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６５ 页。
参见苏精： 《西医来华十记》， 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３５ ～ １４０ 页。
［英］ 合信： 《全体新论》， 陈修堂译， 咸丰元年惠爱医局本， “序”， 第 ２ 页 ａ。
［英］ 合信： 《全体新论》， 陈修堂译， 咸丰元年惠爱医局本， 第 ５５ 页 ａ。
［英］ 合信： 《内科新说》， 管茂材译， 咸丰八年江苏上海仁济医馆本， “内科新说例

言”， 第 １ 页 ｂ。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ｂｓｏｎ， 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５８， ｐ􀆰 ３４．
参见李定钧主编： 《医学英语词汇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１３４ 页。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ｏｂｓｃｈｅｉ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ｎｔｉ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６６， ｐ􀆰 ４８４； Ｊｕｓｔｕｓ 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ｏｏｃｈｏｗ： Ｒｏｚａｒｉｏ， Ｍａｒ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８７２， ｐ􀆰 ９５．
参见 ［美］ 戴吉礼主编， ［美］ 周欣平、 ［美］ 赵亚静副主编， 弘侠中文提示： 《傅兰雅

档案》 第 ２ 卷 《在上海江南制造局 １８７２—１８９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５９２ ～ ５９３ 页。



因中文病名为众人所知， 仍用中国病名。① 因此傅兰雅等人将肺体内生结节

（都比迦力）， 伴有身弱而瘦、 胸膈变窄、 干咳、 面色发红等症状的疾病，
译为 “肺痨”。② “肺痨” 这一病名至此出现， 并取代 “肺劳症” 成为西方

传教士群体翻译西医书籍时的标准译名。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 “肺劳” 有两

种含义： 其一， “五劳” 之一， 指肺气损伤所致的呼吸系统症状， 如咳嗽、
胸满、 背痛喘促等； 其二， 由正气不足、 痨虫侵袭肺叶所致， 以咳嗽、 咯

血、 潮热、 盗汗及逐渐消瘦为主要表现的痨病类疾病。③ 这与西方医学知识

语境下的痨病的意涵， 显然多有不同。 相比之下， 既能说明肺内产生结核，
又具有身弱而瘦、 胸膈变窄、 干咳、 面色发红等症状的 “肺痨”， 则实现了

通过中文词汇更加准确表达西方医学知识的目标。
由于 １９ 世纪在华传教士活动的初衷在于传教， 故而相较 ２０ 世纪留日学

生和翻译日文医书的学者来说， 他们更关注将基督教信仰渗透进汉译科学著

作中， 而非将西方医学知识严谨、 完整、 成体系地传入中国。④ 而若想在中

国顺利推广医学、 传播基督教信仰， 就需要考虑中国人的用语习惯。 １８９０
年， 由传教士成立的博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 会议讨论了医学名词的

统一问题， 会上惠特尼 （Ｈ􀆰 Ｔ􀆰 Ｗｈｉｔｎｅｙ） 等人提出， 译名应当考虑中国人

的用语习惯， 这样才有利于中国人接受。⑤ 传教士的这一策略十分有效， 中

西医汇通派先驱唐宗海之所以很快响应西医的解剖学知识， 就与传教士在翻

译西医知识时多采用中医的名词与观念不无关系。⑥ 但传教士也并非一味迎

合中国人的用语习惯， 如 “肺痨” 〔有别于中国人常用的 “痨病” “劳
（痨） 瘵”〕 即体现出传教士调整医学词汇译名， 以更准确传达西方医学知

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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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 海得兰： 《儒门医学》， ［英］ 傅兰雅口译， 赵元益笔述， 光绪二十八年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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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 传教士为推动西方医学知识传播进行的种

种努力， 却未对中医知识体系产生较大影响。 比如唐容川在其 １８８４ 年成书的

《血证论》 中， 使用的仍是 “痨瘵” 这一病名， 对痨病病因、 传染性、 症状等

的解释也几乎看不到西医知识的影响。① 这一方面是因为主要由传教士推动

的知识传播活动， 在这一时期影响的范围不广，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痨病的西

医知识与中医知识尚不存在根本性分歧， 未对中医知识形成足够冲击。

二、 细菌学说的兴起与 “肺结核” 的登场

（一） 西医对肺结核认识之争论与治疗困境

１８８２ 年， 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ｃｈ） 在柏林生理学会上发

表了关于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病原菌的研究报告。 科赫的发现与严密论证， 使

很多人相信肺结核与结核杆菌之间存在关联。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结核杆

菌到底在肺结核中产生了什么影响， 它是根本病因， 还是与疾病相伴生， 又

或者是病人患病后的结果？ 如果存在因果关系， 如何将之整合到已有的肺结

核的病理学模型中？②

以科赫为首的偏激细菌学家认为， 体内没有结核杆菌便意味着健康， 他

们不接受健康人体内也会存在微菌的说法， 也即强调病原体致病的唯一性和

感染致病的绝对性。 而持相反意见的另一群体， 则否认肺结核与结核杆菌之

间的关系。③ 甚至到 １９００ 年， 仍有不少西方的医生认为病菌学说的价值被过

高估计了。④

当时西方医学界更为认可的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 将传统遗传、 诱因学

说与新兴细菌学说相结合的观点。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晚期肺结核的化学疗法

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 西方医学界关于肺结核病因的解释始终呈现为多元共

存的状态。⑤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 （Ｓｕｓａｎ Ｓｏｎｔａｇ） 称， １８８１ 年出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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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医学教材开列的结核病病因包括遗传因素、 不利的气候、 足不出户

的伏案生活、 通风不畅、 阳光不足以及情绪抑郁等。 尽管该教材于再版时修

改了这一条目， 但距离上述观念失去可信度， 还需经历很长一段时间。① 进

一步而言， 虽然这些因素在结核杆菌致病说问世后不再被视为肺结核的主要

病因， 但它们仍被西方医学界冠以 “诱因” 的名号， 继续影响着肺结核的

病因说。
结核杆菌的发现， 使人们对肺结核的病因和诊断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但

是在肺结核的治疗方面， 迟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时西方世界的医生采取

的肺结核治疗方案， 与今日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方案甚为相似： “宜人的环

境、 远离压力和家人、 健康的饮食、 锻炼以及休息。”② 中国结核病专家唐

希尧在 《三十年代北平防痨情况简述》 中， 回忆了 ２０ 年纪 ３０ 年代由西医主

持的北平疗养院对肺结核病人的治疗方案： “北平肺结核病人的疗养， 主要

是卧床休息， 增加营养， 呼吸新鲜空气， 有充分的日光。 最好是在山水优美

的地方， 气候温和， 环境舒适， 所以都在西山增设疗养院。”③ 鉴于西医并

没有治疗肺结核的有效药物， 有西医提出： “此病之医愈于药剂者， 百无一

二， 其能确实治愈者， 皆善用天然疗养法者也。 医药一项， 仅为之辅助耳。”④

父亲为民国时期著名中医， 而本人曾就读于北京协和医学院、 获中山大

学医学学位的张公让， 在自己肺结核病愈之后， 于 １９４５ 年著成 《肺病治疗

之中西医学比观》 一书。 张公让在感染肺结核后， 曾经分别尝试过中、 西医

疗法， 他总结道： “总之今世治肺病之药， 仍在草昧时代不可靠， 吾人仍须

靠休养也。”⑤ 张公让虽然认为肺结核并无特效药， 但是仍在书后附列了他

自认有效的 １１ 剂中医药方， 并特意提及， 在中山大学学医时， 一位德国的

内科主任曾打算研究中医药方。⑥ 言下之意， 中医药方有很多可取之处， 甚

至可以说， 这一时期中医在肺结核治疗效果上更占优势。
（二） 中医痨病知识的近代转型与病名的改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 使中国人对自身传统和制度的自信心急剧下降。 在知

识分子和掌握行政权力的精英分子看来， 西医不仅拥有科学的知识， 而且拥

·２３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美］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程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６５ 页。
［美］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程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７４ 页。
唐希尧： 《三十年代北平防痨情况简述》， 中国防痨史料编写组编： 《中国防痨史料》 第

１ 辑， 中国防痨协会 １９８３ 年版， 第 １００ 页。
侯光迪： 《肺痨病之天然疗养法》， 《时报》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张公让： 《肺病治疗之中西医学比观》， 梅县松口张公让诊疗所 １９４５ 年版， 第 ２６ 页。
参见张公让： 《肺病治疗之中西医学比观》， 梅县松口张公让诊疗所 １９４５ 年版， 第 ３５ ～
３８ 页。



有 “政治的正确性”。① 中医因此逐步陷入知识体系不科学、 卫生行政能力

缺乏的窘境。 面对此种困境， 中医积极寻找出路， 谋求现代化之路。 引入西

医知识是大势所趋， 但是如何将之合理地安排进中医知识体系中， 并不失中

医的立场， 是当时中医必须考虑的问题。
如前所述， 西医肺结核知识在近代的最大突破之一是结核杆菌的发现，

人们由此认识到痨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 在其影响下， 对中医而言， 具有相

似意义的最大变化则是 “痨虫” 的再发现。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 “痨虫” 的概念早在隋唐时期就已出现，② 但是到

了清代， 受考据学思潮的影响， “痨虫” 这一看不见、 摸不着的 “生物” 的

存在受到了众人的质疑。 因此， “痨虫” 诱发痨病的说法， 在清代医学界并

未占据主流地位。③ 随着细菌学说的传入和人们的普遍接受， “痨虫” 这种

病因被中医学家再次提起， 他们声称中医早就有细菌学说， 以此来证明中医

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如民国时期翻译了大量日文医学书籍的丁福保④便在

《肺痨病浅说》 中称： “结核菌者， 其状如杆， 为极小之植物， 我国旧名，
称曰痨虫。”⑤ 将西方医学中的结核杆菌与 “痨虫” 完全等同。 王玉玲在

《肺痨病证治中西学说之比较》 中分析认为， 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为肺痨的病

因， “其实并不足异， 我国古时， 早有此种学说”， 此亦 “痨虫” 说。⑥ 中国

医学院⑦学生金键同样在其毕业论文中写道： “中国医家于肺痨之传染、 脏

腑之痨虫， 固早已了然知之。”⑧

当然， 中医并没有止步于对西医结核杆菌致病说的认同。 他们进一步提

出， 西医虽然通过解剖学发现痨菌的存在， 但是痨菌之所以能够进入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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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痨病的发生， 则是因为病人身体虚弱、 劳累过度、 耽于酒色、 抑郁恼怒

等，① 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医学认识中痨病的病因。 中医田尔康 １９３０ 年在

《医学杂志》 发表关于痨病的专文， 认可西方医学的结核杆菌理论， 但同时

指出， 只有明确为何被结核杆菌传染， 才能发现痨病的真正病因。 在田尔康

看来， 病人感染结核杆菌是由于心情抑郁、 春心萌动 （纵欲过度）， 或者呼

吸了污浊的空气。② 换言之， 中国传统医学一再强调的病因才是痨病最根本

的病因。
另有部分中医提出， 结核杆菌的感染是病人患病的外因， 而中国传统医

学提出的病因， 如思虑过度、 耽于色欲等， 为痨病的内因或者诱因， 甚至有

中医进一步提出内因更为重要。 梅竹洲 １９３２ 年发表于 《杏林医学月报》 的

《中西医之治疗谈》， 对痨病的病因作了如下解释：
疾病成立之要件， 必有内外二因。 外因之在人身， 固能发生各种之

动作。 苟无内因与之共鸣， 断不能成立。③

即外因是感染结核杆菌， 内因是身体虚弱等， 两者缺一不可。 １９３４ 年毕业

于中国医学院的陈汾平， 其毕业论文 《肺痨 （即肺结核）》 堪称民国时期中

医将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与西方结核杆菌理论相结合的典型：
或因外感咳嗽， 肺络受损， 使结核菌乘机侵入， 此其外因。 或为思

想过度， 绞伤脑力， 工作过度， 损害精神， 先天羸弱， 营养不良， 而醉

心声色， 纵情肆恣， 以致精神亏竭， 细菌借是而伸张其侵袭之能事， 此

内因也。④

陈汾平在论述中将中国传统医学中痨病的病因， 如外感风寒、 身体虚弱、 劳

累过度、 耽于酒色等视为痨病的内因。 显然， 在他看来， 内因比外因 （结核

杆菌侵入） 更为重要。
此外， 还有一些中医提出， 结核杆菌是肺痨的结果， 而非肺痨的病因，

结核杆菌产生的原因在于脏腑的损坏———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⑤ 如林钦

荣 １９２９ 年在 《痨瘵之原因》 中称：
盖痨伤之症， 能发生微菌， 依于痰血之间， 如痰干血竭， 则散而飞

出， 能冲入人之口鼻， 而为传染， 此又不可不慎也。 凡痨伤起症， 多由

色欲过度、 相火妄动， 以致精枯血竭， 天元真水不足， 以生津润肺， 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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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痰血因之而起。 或以饮食失调， 脾胃受伤， 不能消化水谷， 积滞则发

热而为病， 伤及脏腑矣。①

病人患上痨病后， 体内会产生微菌， 进而传染给他人， 但痨病的病因在于色

欲过度、 饮食失调。
简而言之， 尽管民国时期中医承认结核杆菌的存在， 但是他们试图进一

步阐明， 结核杆菌之所以能够传染给病人， 是因为病人体质虚弱或劳累过度

等， 故而唯有中医的病因说才是认识到了痨病的根本。 通过此种策略， 中医

在痨病知识方面既不失其基本立场， 又顺利实现了近代转型。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近代中医知识的相关内容， 就会发现其知识

内核已发生改变。 以 “痨虫” 的概念和痨病病名的改变为例， 将结核杆菌

与 “痨虫” 等同来证明中医知识的科学性， 看似非常合理， 但实则中国传

统医学知识中的 “痨虫” 有两大来源： 一是人体内本有 “三尸九虫”， “痨
虫” 即其中之一； 二是体内瘀血形成“痨虫”。② 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医学

主张 “痨虫” 来自病人体内， 而西医知识则强调结核杆菌是被他人传染所

得， 结核杆菌是肺结核的病因。 当然， 这两种观点也并非毫无近似之处， 如

中医认为 “痨虫” 会在病人临死时从其体内飞出， 进入另一位身体虚弱的

人体内，③ 这种传染性便与结核杆菌相同。 但除此以外， 二者无论是在来

源还是传染方式上， 都有本质区别。 显然近代中医不会去强调这种区别，
而是刻意模糊中国传统医学知识的本来面貌， 转而强调 “痨虫” 的传染

性， 舍弃了它本有的来自病人体内、 病人临死时才具有传染性且只传染给

一人等内涵。 此种策略， 不仅有利于证明中医知识的科学性， 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中医知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同上述变化过程相应的是， 中医的肺结核病名在近代也经历了从 “劳

（痨） 瘵” 到 “肺痨” 的转变。 虽然有中医不时提出， “肺痨病， 西人新译

之名词也”，④ “肺痨二字， 乃欧西之病名”，⑤ 但是总体而言， 近代中医不

仅没有对此表达过太多质疑， 而且还采纳了 “肺痨” 这一病名。 中国传统

病名 “劳 （痨） 瘵” 强调病人的劳累和虚弱性， 然而在结核杆菌致病说问

世后， 这一病名反被批驳为 “盖不明致病之由”。⑥ “肺痨” 则不同， 它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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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病为肺病……痨者， 病笃形瘦、 神困之总称也”，① 也即， 它既表明疾

病的病灶在肺部， 又体现了病人身体的虚弱性。 从 “劳 （痨） 瘵” 到 “肺
痨” 的转变， 意味着纯粹立足于病人身体虚弱性的中医传统痨病知识， 已转

变为兼顾病人病灶和身体虚弱性的近代医学知识———病名的改变也是近代中

医知识转型中关键且成功的一环。
（三） “肺结核” 在中国的传入与普及

发现结核杆菌后， 科赫及其追随者认为， 肺结核已不再具有复杂性， 而

是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体内存在病原菌的疾病， 科赫为此赋予肺结核新的名字

“ＴＢ” （ｔｕｂｅｒｃｌｅ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的缩写）， “ＴＢ” 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于是成为较常用的医

学词语， 并逐步取代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②

结核杆菌学说问世后， 日本医生为了划清西医肺结核知识与传统中医之

间的界限，③ 并突出前者的独特之处， 在翻译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时， 根据 “所侵之

组织 （病灶） 必成结节如核， 故曰结核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ｅ）”，④ 创造出 “肺结

核” 的译名。 甲午战后， 随着留日学生与翻译日本书籍的人数的猛增， “肺
结核” 一词也从日本引入中国。 早在 １８９９ 年， 在由日本乙未会创办、 出版

地为上海的 《亚东时报》 发表的关于肺结核的文章中， 便使用了 “肺结核”
一词。⑤ 相较于 １９ 世纪主要由来华传教士翻译的科学文本， １９００ 年以后译

自日本的科学知识， 不仅介绍了西方科学的最新进展， 而且也无须考虑传播

基督教思想的问题， 因此传入的科学知识更成体系、 更为完整。 此外， 大量

涌现的翻译日文书籍的中国翻译家， 也与传教士需要借助中文助手翻译书籍

不同，⑥ 他们大多能看懂日文原著， 不需要经过他人转译， 翻译出的文本读

起来也更容易理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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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肺结核” 一词在引入中国早期， 并未如预想的那样迅速流行开

来。 在 “肺结核” 引入中国近３０ 年后的１９２８ 年， 留法医学博士何其昌在 《肺
痨与肺结核的说明及其由来》 一文中仍称 “肺痨 Ｐｈｔｉｓｉｅ 为最著明的疾病， 几

乎无人不知……但肺结核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ｉｒｅ 之名， 知者较少”。① 早期

仅有接受日本医学教育以及翻译日文医学书籍的人用 “肺结核” 一词来指

称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而且这批翻译日文医学书籍的中国学者， 也不尽然使用 “肺
结核” 这一病名， 丁福保即是一明证， 他更偏爱 “肺痨” 这一病名。

以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 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 《申报》 为例， 笔者

统计了 《申报》 （１９０４—１９４９） 中 “肺结核” 的出现次数 （见图 １）， 从中

不难发现， 虽然 “肺结核” 一词至迟在 １８９９ 年即引入中国， 但是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这一病名才在中国逐渐普及。

图 １　 １９０４—１９４９ 年 《申报》 中 “肺结核” 一词出现次数统计

具体而言， 尽管 “肺结核” 于 １９１０ 年出现 ５３ 次， 但是其中 ５２ 次为上

海吉益医院②为自己的肺药所做的广告。③ １９１７ 年 “肺结核” 出现 ４８ 次，
其中 ３６ 次为号称意大利医科大学前教授、 医学博士白医生为其发明的药水

做的广告，④ １２ 次为经营西药的上海五洲大药房为其售卖的药物所做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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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① １９２６ 年 “肺结核” 出现 ８３ 次， 其中有 ６３ 次为医药公司或者个人为自

己药物所做的广告。②

由此可见， １９１０ 年、 １９１７ 年与 １９２６ 年出现的 “肺结核” 使用高峰， 主

要是大量医药广告投放的结果， 同时期多数年份 “肺结核” 的出现次数实

际并不多。 但这至少说明， “肺结核” 一词在中国的早期推广， 除了与传播西

方医学知识的知识分子有关外， 也与经营西药的公司、 医院、 个人甚至是中医

药房 （如上海崔氏瓣香庐） 在报纸等大众传媒上投放的广告密不可分。③

“肺结核” 一词真正意义上被不同群体广泛使用是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

后， 这主要得益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我国医学名词的统一和标准化工作初

步完成， “肺结核” 成为官方重要的参考译名。 早在 １８９０ 年， 由西方传教士

组成的博医会就开始了医学名词的标准化工作， 但是其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２７ 年， 主要由中华医学会、 博医会等团体组成的科学名词审查会

举行了 １２ 次会议， 讨论通过了大量医学名词的标准译名， 为我国医学名词的

统一和标准化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④ １９３１ 年， 经国民政府教育部、 科学名

词审查会审定的 《医学名词汇编》 出版。 蔡元培为其作序曰： “从此译书著

书， 皆有正确之名词可以称引， 岂非快事！”⑤ 在 《医学名词汇编》 中，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一词的日文名为 “结核， 结核病， 肺结核”， 科学名词审查会的统

一译名为 “结核， 结核病”，⑥ 可见 “肺结核” 已被当作官方标准译名的重

要参考。
当然， “肺结核” 成为官方重要的参考译名， 也与 “肺结核” 一词本身

代表的 “科学性” 有重要关系。 谢洪赉在 《免痨神方》 中称： “肺痨病，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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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家向称之曰痨瘵……近今科学家称之曰肺结核症。”① 又何其昌在 《肺
痨与肺结核的说明及其由来》 中称： “肺痨乃沿用之旧名， 肺结核乃结核菌

发明后之科学上名称也。”② 无论 “肺结核” 是科学家所用之名， 还是科学

上的名称， 都反映出 “肺结核” 这一病名与科学的紧密联系。 接受日本教

育的西医联合追求 “科学性” 的知识分子， 共同推动 “肺结核” 这一病名

的普及化， 体现了他们与中国传统医学知识的决裂。 当然， 西医 “肺结核”
知识作为西医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 也因西医在中国地位的提升而逐渐得到

更多人的认可。
民国时期的一些字典也开始陆续收录 “肺结核” 一词。 １９２３ 年， 由留

美博士郭秉文等人编译的 《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 出版， 蔡元培、 王宠

惠、 黄炎培、 蒋梦麟、 郭秉文、 张世鎏等学界、 政界要人为其作序。 在该字

典中，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一词的译名为 “肺结核”。③ 再如 １９１５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 《辞源》 中， 同样收录了 “肺结核” 一条， 解释为 “病名， 俗称肺痨，
古谓之瘵， 由一种结核菌侵入肺中而起”。④

美国学者吴章在其对中国肺结核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中称： “对 １９２０ 年之

前写作的中文医学文本来说， 通过作者使用的术语来区分他的西方医学知识

是学自传教士还是日本是可能的。”⑤ 雷祥麟对此表示： “一个令人意外的事

实是， 虽然医学专业人士的名词使用可能已有如此明确的断裂， 但在政府官

方病名的层次， 直到三零年代肺结核都未能完全取代肺痨。”⑥

其实这种事实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在清末民国时期， 即使是医学专业人

士， 也难以通过痨病名词的使用， 判定某人的医学知识来源。 不论医生的医

学知识来源于西方还是日本， 同时使用 “肺痨” 与 “肺结核” 这两个病名，
在清末民国时期都是十分常见的。 医生对病名的选择， 其背后考量的因素不

单单是医学知识。 相关问题笔者将在下文详加阐述。
（四） “肺痨” 与 “肺结核” 的并存

自 １８９０ 年起， 在华传教士开始讨论中文医学名词的统一问题， １９０８ 年，
英国传教士高似兰 （Ｐｈｉｌｉｐ Ｂｒｕｎｅｌｌｅｓｃｈｉ Ｃｏｕｓｌａｎｄ） 编纂出版了 《高氏医学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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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洪赉： 《免痨神方》， 《中西医学报》 １９１０ 年第 ７ 期， 第 １ 页。
何其昌： 《肺痨与肺结核的说明及其由来》， 《中法教育界》 １９２８ 年总第 １６ 期， 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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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吴章： 《肺结核与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在地化 （１８９５—１９３７）》， 刘小朦译， 余新忠、
杜丽红主编： 《医疗、 社会与文化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２４３ 页。
雷祥麟： 《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 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 自我、 与疾病》， 《台湾社会

研究季刊》 第 ５４ 期， ２００４ 年， 第 ４６ 页。



汇》 一书， 此书是博医会讨论通过的标准名词的汇编， 标志着医学名词翻译

开始有了统一的标准。 《高氏医学辞汇》 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 影响最

广泛的医学辞典， 在 １９０８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共修订再版 １０ 次。① １９０８ 年版的

《高氏医学辞汇》 中，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译作 “痨瘵， 肺痨， 肺瘰”，②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译作 “瘰症”。③ 到 １９５３ 年的第 １１ 版， 虽屡经修订， 但对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的翻

译仍保留了 “痨病” 这一译名，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译为 “肺痨”。④ 可见 “肺痨” 是

由博医会主导的西方医学术语体系确定的标准译名。 １９０８ 年， 商务印书馆

出版了由颜惠庆组织编撰的 《英华大辞典》， 受博医会核定词汇的影响， 这

部辞典中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的译名为 “瘰症， 结核病， 肺痨”，⑤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 的译名为

“肺痨症， 痨瘵症， 痨病” “肺瘰炎症”。⑥ １９１３ 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出

版 《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的译名为 “痨病， 肺痨， 痨瘵”，⑦

没有收录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一词。 １９１６ 年， 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德国人赫美玲

（Ｋａｒｌ Ｅｒｎｓｔ Ｇｅｏｒｇ Ｈｅｍｅｌｉｎｇ） 编纂出版了 《官话》， 仍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译为

“肺痨”， 没有采纳 “肺结核” 这一病名。⑧

随着留日学生和翻译日文书籍的人数增多， 由博医会主导的西方医学术

语体系逐渐被日本转译术语体系取代。⑨ 但部分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医生仍

会选择使用 “肺痨” 这一病名。 此外， 中医知识在近代的转型， 使中医从

博医会手中接过使用、 普及 “肺痨” 的大旗， 成为民国时期 “肺痨” 与

“肺结核” 两种病名并存的主要推动力量。
另外， 鉴于 “痨”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期仍然是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疾

病范畴， 在官方层面， 晚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肺结核” 都未能取代 “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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痨”， 推动中国公共卫生和生命统计的人士仍不得不使用 “肺痨” 这个词。①

官方对 “肺痨” 病名的使用， 反过来又助推了 “肺痨” 这一病名在中国社

会的普及。
虽然日本人创造 “肺结核” 病名的出发点是为划清与传统汉医的界限，

但是当 “肺结核” 被引入中国后， 却未能实现原本创造该词的目的。 即使是

赴日接受医学教育的知识分子， 在他们的文章中也会同时使用 “肺痨” 与

“肺结核”。 如 １８９９ 年赴日本入筱崎医校学习西医的汪惕予， 既有 《肺结核豫

防条件》 这样的文章，② 亦发表过 《肺痨病者之食养法》，③ 他在翻译西方著

作时， 题目虽为 《肺结核》， 但文中多次用 “肺痨” 指代肺结核。④ 又如在

日本千叶医专接受医学教育的结核病学专家丁任生， 在他 １９２９ 年发表的 《痨
症预防计划》 一文中， 亦同时可见 “肺结核” “肺痨” “痨症” 等病名。⑤

与 “肺结核” 在中国早期推广的步履维艰相比， “肺痨” 在中国的普及

则顺利得多。 同样以 《申报》 为例， 笔者在 《申报》 数据库 （１８７２—
１９４９）⑥ 中检索 “肺痨”， 共有 ２７７０８ 条数据， 而检索 “肺结核”， 仅有

２３０４ 条数据——— “肺结核” 的使用次数不足 “肺痨” 的十分之一。 虽然数

据库检索不免存在遗漏、 重复等现象， 但从中也可发现， 当时 “肺结核”
病名的普及度远远不及 “肺痨”。

“肺痨” 得以在清末民国时期与 “肺结核” 并存， 甚至普及度更高， 其

根本原因还在于 “肺痨” 本身代表的医学知识发生了转变， 使得 “肺痨”
概念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 早在 “肺结核” 一词自日本引入中国之前， 科

赫的结核杆菌理论已被介绍至中国。 由英国学者傅兰雅主办、 以传播西方科

学知识为宗旨的 《格致汇编》， 在 １８９１—１８９２ 年间发表了三篇介绍科赫结核

杆菌理论、 西药杀痨菌新法、 肺痨具有传染性等内容的文章。⑦ 虽然作者使

用的病名仍然是 “肺痨”， 但这里的 “肺痨” 与 “肺结核” 并没有什么差别，
代表的都是当时西方最前沿的医学知识， 并非 １９ 世纪中前期与中国传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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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甚为相似的 “痨病” 知识。 而中医知识体系下的 “肺痨”， 也因中医知识

的近代转型， 具有了表明病灶在肺部、 感染结核杆菌的传染性疾病的特性。
“肺痨” 这一病名同时被两种医学知识体系使用， 其社会普及度自然较高。

既然 “肺痨” 与 “肺结核” 都可以传达西方最前沿的医学知识， 那么

医生、 知识分子或者社会上的其他人群对病名的选择和使用， 可以反映出怎

样的社会文化内涵呢？
“肺痨” 与 “肺结核” 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 “肺痨” 同时代表西方最

前沿的医学知识与近代中医知识， 而 “肺结核” 一词从诞生之初即透露出

与中医知识的决裂。 接受西方或日本医学教育的医生选择使用 “肺痨”， 在

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使用者并没有急于与中医知识划清界限的想法。 从民国

时期起， 在华的西方医学传教士开始从疗效出发关注中医的 “经验技术”，
重视中医药的言论不断增多，① 再加上留日西医群体中部分医生也使用 “肺
痨” 这一病名， 进一步反映出西医群体内部一直不乏认可中医知识者。 至于

使用 “肺结核” 的医生或知识分子， 则很有可能意在彰显其追求 “科学” 或

与中医知识决裂的决心。 所以就这批医学专业人士而言， 尽管从病名的使用

上， 我们不能区分其医学知识来源， 但可以由此猜测其对中医知识的态度。
那么， 对中医群体或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医生来说， 为何不索性放弃

“肺痨” 这一病名， 直接使用与 “科学” 挂钩的 “肺结核” 呢？ 又或者说既

然 “肺痨” 已经能够传达西方最前沿的医学知识， 留日或翻译日文书籍的

知识分子为何还要引入 “肺结核” 一词呢？ 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笔者在前

文中已多次提及， 即 “肺结核” 病名的出现显示了使用者与中医知识的决

裂， 同理，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呼之欲出， “肺痨” 代表着中医知识对痨病

的诠释， 反映了中医是与西医不同的、 独特的知识体系， 放弃 “肺痨” 即

意味着放弃中医知识的立场。 对在西方或在华传教士主办的医院接受医学教

育的医生来说， 一方面， 现代西方医学知识本身就是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的

混杂， 体现传统知识的 “肺痨” 与现代西医知识体系并不冲突； 另一方面，
“肺痨” 是传教士主导的西方医学术语体系的标准译名， 放弃 “肺痨”， 也

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其在华建立的术语体系和话语权。 故此， 中、 西医群体

出于不同的考量与诉求， 各自坚持其独特的病名， 以标识其医学身份。

三、 结语

近代中医知识的转型， 看似是中医以西方医学为标准对中国传统医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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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重新整理， 但其实中医知识的内核已发生转变， 近代中医刻意模糊了传

统医学知识的部分面貌， 舍弃了与现代科学扞格之处， 继承了传统知识中符

合现代性的内容， 从而实现了中医知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雷祥麟在其著

作中提出， 民国时期发展出的中医， 是一种既不传统又不现代的新医学。①

但是纵观整个中医的发展历史， 中医知识的建构又何尝不是一直受到众多跨

文化、 跨地域、 跨民族的外来因素的影响？②

在中医知识转型之前， １９ 世纪在华传教士的汉译工作赋予了中国传统

病名 “肺痨” 以新的医学知识内涵。 在华传教士的工作， 不仅为中医知识

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思路，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搭建了中西医汇通的桥梁。
近代进入中国的西方医学知识同样是复杂多元的。 中国的西方医学知识

主要有两大来源， 即西方世界与日本。 日本医生创造出一个新的医学术语

“肺结核”， 以强调与传统汉医的区别。 这在日本也许是行得通的， 因为日

本的细菌卫生观念主要受北里柴三郎的影响， 而北里正是偏激细菌学家科赫

的弟子。③ 但 “肺结核” 这一病名早期在中国社会的艰难推广， 表明即使有

“科学” 的加持， 完全脱离传统土壤的知识也难以有效普及。 此外， 现代西

医知识本身便是多元的———传统与现代知识并存， 中、 西医的传统知识多有

相似之处， 这使得西方的医学知识进入中国后， 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社会以及

传统医学知识产生互动与融通。
直到 １９４４ 年， 西医才出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④ 西医在针对肺结核

的临床治疗效果没有明显优于中医之前， 若与中医知识决裂， 难免底气不

足。 时至今日， “肺结核” 已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标准病名， 民国时期风

行一时的 “肺痨” 则成为人们印象里中国传统时期的病名， 而从 “肺痨”
与 “肺结核” 的并存， 到 “肺结核” 的一家独大， 又是另一个有待发掘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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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沛珊： 从 “肺结核” 病名演变看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的多元汇通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Ｓｅａｎ Ｈｓｉａｎｇ⁃ｌｉｎ Ｌｅｉ，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Ｄｏｎｋｅｙ Ｎｏｒ Ｈｏｒｓ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１ － １９。
参见余新忠： 《融通内外： 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刍议》， 《齐鲁学刊》 ２０１８ 年

第 ５ 期， 第 ３４ 页。
参见 ［美］ 吴章： 《肺结核与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在地化 （１８９５—１９３７）》， 刘小朦译， 余

新忠、 杜丽红主编： 《医疗、 社会与文化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２４１ ～
２４２ 页。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 Ｋｉｐｌｅ， 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 １０５９．


